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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海

中国古代长期以农业为主导，经
济结构十分单一，造成这种局面的原
因与长期奉行的“重农轻商”政策有
关。

商人浮沉

商人在中国古代也曾辉煌过。
最早有关商人活动的记载出现

在《易经》中：“神农氏作，列隆于国，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
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尚书》中也有
记载，舜早年曾在顿丘做过商人，有
学者指出商代的建立更与商人有关。

在战国之前商人的地位还是比
较高的，西周实行工商食官制度，周
王室和诸侯设有官府管理的手工业
作坊，齐桓公任用商人出身的管仲担
任国相，范蠡、子贡、吕不韦等都是著
名的商人。

有人认为是儒家思想的确立造
成了商人地位的转变，但孔子、孟子
等“原始儒家”对商人和商业活动并
不贬斥，子贡是孔子的学生，孔子对
他颇有赞扬，孟子则认为君王要施行
仁政就必须保证商业的繁荣，所谓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
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

战国中期以后情况开始改变，先
是韩非等法家主张抑制商业，韩非认
为商人本身不创造财富，是“邦之蠹
也”，他首次提出农是“本”，商是

“末”，要“重本轻末”。紧接着商鞅在
秦国变法，把法家“重本轻末”的主张
通过一系列制度推行下去，影响了其
后两千多年的历史。

困商贱商

不重视商业是秦汉之后中国历
代经济政策的主基调，其间虽然也有
过政策的调整和改变，商业也曾断断
续续地得到过一些发展甚至繁荣，比
如唐诗中有“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
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的句
子，但那些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
的，相对于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是
短暂而零散的。

对古代大多数商人来说，如果只
是不受重视那还算是幸运的，出于抑
制商业发展的目的，有许多时候他们
受到的不只是轻视和怠慢，还有打压
甚至侮辱。

首先，商人经常受到人格上的羞
辱。秦朝称商人为“贾人”，编户管理，
一入市籍三代都不能改，政府征发戍
边，他们是首先被遣戍的对象，地位
形同罪犯。

其次，商人被剥夺政治权利。管
仲、范蠡、吕不韦是商人从政的成功
代表，但那是在秦汉以前。秦代商人
如罪犯，不可能再出来为官；汉初法
律规定商人不许仕宦。

第三，商业活动受到诸多限制。
商鞅变法禁止商人从事粮食贸易，

“使商无得粟，民无得籴”；汉初继续
秦朝的抑商政策，对商人“重租税以
困辱之”；汉武帝向商人征收“算缗
钱”，规定商人每 2000 钱财产须缴
120钱作为财产税，普通人一部车缴
120钱财产税、商人要缴240钱，5丈
以上的船只每艘缴120钱，这项重税
受到大部分商人的抵制，汉武帝又颁
布了“告缗令”，鼓励互相揭发偷税行
为，以偷漏税款的一半作为奖金；宋
元时期不仅对商业税按高比率征收，

而且名目越来越多。

“诺斯悖论”

中国古代至少经历过十多个主
要王朝的更迭，一个王朝新兴，首先
想到的是如何总结前代失败的教训，
对包括经济政策在内的大政方针进
行调整，以免再走弯路。但无论被认
为相对成功的王朝还是速亡的政权，
在经济的总体政策取向上都坚持了

“重农抑商”这项基本国策，这又是为
什么呢？

显然这不是偶然的，分析其中的
根源，至少有几个方面：

一是中国传统观念中素有“重义
轻利”的思想。最早的儒家虽然不贬
斥商业，但他们主张“重义轻利”，《论
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孟子》说“为富不仁”，这些思想经过
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轻视商业和商
人的价值体系，人们以读圣贤书继而
入仕为人生的正确规划，大多数人往
往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去从事
商业活动。

二是统治者出于政权稳定的需
要。“重农抑商”政策缘起于战国，当
时耕战思想占据治政思想的主流，韩
非认为如果商人得势，既有钱又有地
位，那将对耕战之士不公平。《吕氏春
秋》更道出了统治者的心里话：“民农
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
尊。”商业活动会增加人员、物资的流
动，在相对封闭的大一统社会里，流
动性的增加意味着增加了新的不稳
定。同时，在统治者看来，商人还危害
到封建等级制度，也是俭朴的社会风
尚走向荒淫奢侈的破坏性力量，所以
对商人无不保持高度警惕。

三是封建土地私有制所造成。在
封建土地私有制下，皇帝是名义上天
下土地的总拥有者，但实际上土地的
所有权在皇帝及其以下大大小小的
地主手中，获得地租是维持政权及地
主阶层生活的主要来源，所以必须把
足够的人口牢牢拴在土地上。然而，
同样是古代，为什么春秋以前对商人
并不排斥甚至出现过“崇商”呢？这也
与土地制度有关，春秋之前土地虽然
也是私有制，但是奴隶主私有制，农
奴不同于农民，他们没有多少自由，
包括经济活动的自由，商业对稳定政
权的种种不利在奴隶制度下并不存

在。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封建社会的
欧洲和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当时他
们那里封建主阶层统治下的农民更
像农奴，在哪里居住、在土地上耕种
什么都有严格规定，国家对人既然能
控制到这种程度，也就没有必要专门
去限制商业活动了。

四是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造成
的。中国幅员辽阔，先民们很早开始
就生活在黄河、长江流域，魏晋之前，
主要经济带尤其集中在长江以北，这
里以平原为主，四季分明，物产丰富，
可以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又因
为物产的地域性差异不明显，所以物
资交流的依赖性不高，早期商业活动
往往以奢侈品为主，而不是生活必需
的粮食等物资。反观欧洲，希腊、罗马
等文明古国都处在半岛之上，境内多
山，物产有限，只有通过贸易才能保
证生活所需，从而形成了重商的传
统。

所以，中国古代“重农轻商”的传
统有着深刻的政治、文化以及地理原
因，不同的朝代都选择了这项基本国
策。这项政策所带来的影响也是深远
的，从积极的方面说，它稳定了农业
的发展，保证了大一统王朝的延续，
使中国成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
一没有中断过历史的国家。

但从消极的一面说，“重农抑商”
造成了经济结构的单一，一直到资本
主义开始萌芽的明代，农业在经济结
构中的占比仍高达90%以上，在那个
关键时期中国没能完成经济结构的
转型，从而没有赶上世界工业化革命
的潮流，最终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
国家，经历了近代以来的百年屈辱。

“重农轻商”以及科举制度的推
行，也造成了中国古代商业文化、创
新意识和科学精神的普遍缺失，使近
代以来中国在科学技术上处于落后
的局面，与生产关系落后一样，这也
是造成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的重
要原因。

中国古代也不乏对“重农轻商”
政策提出批评的声音，司马迁在《货
殖列传》《平准书》中系统检讨过汉武
帝时期的经济政策，反对对商业打击
抑制，提出“农工商虞”并重。明清以
后对“重农轻商”提出批评的人越来
越多，魏源、王韬等人倡导大力发展
商业，郑观应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比
中国富裕，“全在商力之富，以富力裕
兵力”，他们都提出富国、富民必须先

“富商”。
但这些见解所产生的影响是有

限的，不是统治者无知，而是他们陷
入了一种矛盾，这种矛盾用诺贝尔经
济学奖获得者诺斯提出的理论可以
解释。诺斯提出，国家其实具有双重
目标，一方面通过提供产权获取租金
的最大化，另一方面试图降低交易费
用以推动社会产出的最大化，但这两
个目标经常是冲突的，所以“国家的
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
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

“诺斯悖论”的科学性还有待讨
论和检验，但用它揭示古代中国“重
农轻商”现象的产生却很恰当。这是
一种博弈论，站在这个角度可以更好
地分析中国历代统治者的心理：不发
展商业，国家难以真正富强；发展商
业固然有可能实现富裕，但由此对统
治带来的冲击也难以预料。能不能实
现富裕是未知的，不利影响却是现实
的，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心理下，
绝大多数统治者都选择了对商业的
抑制。 （《中国发展观察》）

□李伟元

在史籍中留下“让梨”典故的孔融，曾在给
友人的书信里写道：“多惠胡桃，深知笃意。”胡
桃是核桃的别名，一作羌桃，通常认为它在汉代
从西域传入，故得此名。东晋学者钮滔的母亲孙
琼在《答吴国书》中提到核桃的特点：“胡桃本生
西羌，外刚朴，内柔甘，质似古贤。”核桃原产于
中亚地区，英语里称之为“persian walnut”，
意为“波斯核桃”。近年来遗传谱系研究显示，我
国西南地区可能也是核桃的起源地之一。

“书圣”王羲之的草书代表作《十七帖》里，
专有感谢朋友赠送核桃种子的《胡桃帖》：“足下
所疏云，此果佳，可为致子，当种之。此种彼胡桃
皆生也。吾笃喜种果，今在田里，唯以此为事，故
远及。足下致此子者，大惠也。”种核桃不仅被视
为归隐田园之乐，有时也被古人赋予不同的意
义。在十六国时期的成汉政权，太傅韩豹曾向皇
帝李期进言：“臣今老，志在田园，欲植胡桃，愿
赐其种。”“桃”与“逃”谐音，以此暗示朝中将有
风波。李期未解此意，不久被堂叔篡位，废为“邛
都县公”，李期叹道：“天下主乃当为小县公，不
如死也！”南梁沈约有《为柳世隆谢赐乐游胡桃
启》，附会了宫廷园圃种植核桃的意义：“此乃胡
羯奔逃，吉之先见者也。”

饱满的核桃仁被唐代人比喻为“虾蟆”，李
白曾有诗咏罕见的白胡桃：“红罗袖内分明见，
白玉盘中看却无。疑是老僧休念诵，腕前推下水
晶珠。”除了直接吃核桃仁、做成点心，古人还用
它来点茶。元代萨都剌曾送给僧人朋友核桃和
茶叶，并附诗一首：“胡桃壳坚乳肉肥，香茶雀舌
细叶奇……竹院深沉有客过，碎桃点茶亦不
恶。”核桃仁也可以榨油，北齐时已有专门的“煎
胡桃油”工艺，用以涂画。 （《今晚报》）

外坚内甘核桃香外坚内甘核桃香

□庄艺瑾

在《世说新语》中，有一位名叫王戎的传奇
人物，他是“竹林七贤”之一，与其他六位才华横
溢的文人并驾齐驱。然而，与他的名字紧密相连
的，还有一个“吝啬”的标签。《世说新语》“俭吝”
篇中，连着四篇讲的都是他的故事，展现出来的
王戎活脱脱就是一个家财万贯却相当抠门的中
国古代版的葛朗台。比如“王戎俭吝，其从子婚，
与一单衣，后更责之”，侄子结婚，他只送了一件
衣裳，事后还要找理由讨回；又比如“王戎女适
裴頠，贷钱数万。女归，戎色不悦；女遽还钱，乃
释然”，女儿嫁人时借了他的钱，他就板着脸不
高兴，直到女儿把钱还了才高兴起来。还有我们
最熟悉的“王戎卖李”的故事，说王戎种的李子
特别好吃，他卖李子时怕别人得到种子也种出
这么好的李子，就把每个李子核都钻个孔。这样
听起来，王戎好像真的爱钱到了极致甚至连亲
情亦相当淡漠吧？

其实，王戎并不是一个真正视财如命的吝
啬鬼，而是一位很有经济头脑、很会算计得失的
人。只是险恶的政治环境迫使他不得不明哲保
身，以吝啬的举动给人以斤斤计较于细节小事
而忽略大节大事的印象，从而避免卷入政治漩
涡。所以，他的吝啬行为，其实是经过深思熟虑
的生存决策。

《世说新语》“伤逝”篇中就讲到，当王戎的
儿子去世时，他悲痛欲绝。他的朋友山简劝他不
要过于伤心，但王戎却回答说：“圣人忘情，最下
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说只有圣人才能
够忘情，而我们这些普通人，正是最懂得感情的
人。由此可见，王戎对家人其实感情很深，他的
吝啬，只是他在外界竖起的一堵墙，就像聪明的
鸟儿知道怎样躲避风雨一样，王戎也是这样保
护自己在乎的人的。“德行”篇中提到另一个跟
王戎有关的故事，讲他父亲去世后，很多人送来
钱作为慰问，但他都拒绝了。“雅量”篇中也讲到
王戎任侍中时，有人给他送礼，他虽然没有接
受，但也礼貌地回信表示感谢。这些故事都说明
他不是真的贪财，而是有自己坚守的原则。他明
白什么该拿，什么不该拿。这种分寸感，是真正
的智慧。 （《滕州日报》）

王戎未必真吝啬王戎未必真吝啬

漫话古代商人漫话古代商人

▲宋代苏汉臣《货郎图》


